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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超载对健康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机制研究

李　 凯　 谢　 悦　 何慧梅

摘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期间,人们不当使用社交媒体可能会对自身的危机应对

能力造成负面影响。 研究聚焦于探究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引发的社交媒体超载(信息超载、
社交超载)对健康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以压力源-应变-结果理论框架为基础,构建社交媒体

超载、社交媒体倦怠与健康自我效能感影响关系理论模型,采用在线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取

数据,使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 PLS-SEM)进行数据分析及模型验证。 研究结果显

示:社交媒体超载(信息超载、社交超载)会引发社交媒体倦怠升高,进而导致健康自我效能

感显著降低;社交媒体倦怠在社交媒体超载(信息超载、社交超载)与健康自我效能感之间

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研究结论可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危机沟通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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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对人们的健康和生命造成重大威胁。 各国、各地在这类事件暴发

时,为遏制疫情的扩散通常会采取居家隔离、居家健康监测等封闭式管理的应对措施。 在此期间,社
交媒体则成为人们获取事情相关资讯以及与外界沟通的主要渠道[1-2] 。 因此,社交媒体在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作用也吸引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 一些学者的研究强调,社交媒体能够为人们应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威胁带来许多好处。 Ares 等学者的研究指出社交媒体是个人获取突发事件相关资讯

及了解危机应对知识的有效且必不可少的途径[3] 。 Pahayahay 等学者的研究显示社交媒体使用有助

于提升个人健康管理能力、加深人们对专家制定的危机应对方案的认识,同时也是人们维持社会联

系、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途径,在帮助人们应对封闭孤立环境时发挥着积极作用[4] 。 然而,随着研究

的深入,社交媒体的“阴暗面”问题也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中。 其实,多年前 Baccarella 等学者早已

呼吁要重视开展社交媒体“阴暗面”的研究———用户不当使用社交媒体造成的负面后果[5] 。 因此,我
们更不能忽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人们不当使用社交媒体对应对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社交媒体超载是用户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产生的典型负面后果之一。 近几年,社交媒体用户数量

及用户在线时长均呈高速增长,学界中有关社交媒体超载现象及其后果的研究也日趋增多,研究显

示社交媒体超载会引发用户出现疲劳、焦虑和不幸福感等消极心理状态[6] ,进而导致系列负面后果

的出现,如工作、学习绩效下降[7] ,睡眠问题[8] 等。 近年以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由于限制出行

等措施的推行,引发人们过度使用社交媒体,进而导致社交媒体超载的问题,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研究

关注[9] 。 社交媒体是人们获取突发事件相关资讯、与他人持续保持联系,以及参加在线活动的重要

渠道,一些用户甚至因为害怕错过社交媒体上的重要信息或活动,很难减少或是停止使用社交媒体,
更有甚者表现出强迫性使用社交媒体的行为,在此情况下有相当数量的用户均出现社交媒体超载现



象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负面后果,社交媒体倦怠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负面心理后果之一[10-11] 。 Pang
的研究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人们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会产生信息超载,进而引发社交媒体倦

怠,最终导致出现焦虑情绪和不幸感等负面心理后果[12] 。 Islam 等学者的研究指出社交媒体倦怠是

用户出现假新闻、谣言分享行为的重要诱因[13] 。 因此,学者们对社交媒体超载,可能引发人们在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出现的负面心理状态及消极行为深感忧虑,并认为这可能会妨害人们正确应对

突发事件威胁[12-13] 。 有公共卫生专家指出“健康方面的自我效能感”是影响个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威胁的重要因素[14] 。 健康自我效能感高的人能以更积极的心理状态采取自我保护行动应对健

康威胁[15] 。 Niu 等学者的研究进一步指出,社交媒体的使用能够影响用户的自我效能感,进而影响

其健康行为[16] 。 Dhir 等学者的研究也发现,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将导致用户产生社交媒体超载感,进
而引发其出现社交媒体倦怠等消极的心理状态[17] 。 Bandura 的研究指出,积极的心理状态可以增强

自我效能感,而消极的心理状态会削弱自我效能感[18] 。 由此可推测,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会引发用户

出现社交媒体倦怠,进而导致其健康自我效能感被削弱。 然而,当前学界鲜有关于社交媒体超载对

健康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关系方面的研究,更未发现有学者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境展开的该方

面的研究。 研究者只能基于过往研究成果获取间接证据,推测社交媒体超载能够削弱健康自我效能

感。 因此,为填补当前研究的不足,本研究拟展开关于如下问题的研究:
(1)社交媒体超载是否会影响健康自我效能感?
(2)社交媒体超载对健康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机制为何?
本研究拟以压力源-应变-结果( Stressor-Strain-Outcome,SSO)理论框架为基础理论,整合社交媒

体超载、社交媒体倦怠、健康自我效能感等因素构建研究模型,系统揭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人
们不当使用社交媒体而产生的社交媒体超载感对自身健康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及其中机制。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SSO 理论框架最初由 Koeske 等学者于 1993 年提出并应用于心理学领域,用以研究源自外部环

境的压力因素影响机体的内部心理过程[19] 。 SSO 理论框架的基本观点是:压力源诱发个体产生应变

反应,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反应,压力源并不会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结果,它们会通过内在心理体验

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它[19] 。 SSO 理论框架由三大部分组成:压力源( Stressor) ,引起压力并影响个人

心理状态的环境因素;应变反应( Strain) ,是由压力源引起的个体的主观心理体验,可以包括感知、感
觉和思想;结果( Outcome) ,个体对压力的反应,包括心理或行为反应。[19] 本研究拟基于 SSO 理论框

架构建研究模型,将社交媒体超载视为压力源因素,将用户使用社交媒体过程中产生的社交媒体倦

怠视为个体受压力源影响引发的应变反应,将健康自我效能感视为结果。
本研究采用 SSO 理论框架作为基础理论,基于如下原因:首先,SSO 理论框架已被广泛应用于研

究人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该理论能够帮助这些研究较好地解释社交媒体系统使用过程中压力相关

情况引发的个体心理或行为后果[20-21] 。 其次,以往的研究显示,在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无论是技术

环境相关的压力因素,还是个体的主观心理体验,都对用户的心理或行为反应产生显著影响[20] 。
SSO 理论框架包括上述两方面因素,并可以将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合理地、结构化地加以呈现。

(一)压力源———社交媒体超载

超载指个人在面对超出其自身处理能力的信息、人或物体的数量时的主观感知和评价[22] 。 社交

媒体超载特指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过程中出现的超载体验,是一种典型的源自科技环境的压力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保持社交距离被认为是防止传染性疾病扩散的重要措施。 公共卫生专家也

强调,传染性疾病暴发期间如非必要人们不应外出。 在此期间,日常的交流、会议、授课、购物、聚会

等许多活动几乎都由线下转移至线上。 因此,人们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长和频率都大大增加,这就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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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导致社交媒体超载现象的出现[21-23] 。 根据 Zhang 等学者[23] 以及 Karr-Wisniewski 等学者的研

究[24] ,社交媒体超载包括两种主要形式:信息超载和社交超载。 信息超载是指海量信息无穷无尽涌

向用户,用户触及的信息超出其自身处理能力而出现的一种主观感知[24] 。 社交超载是指用户感觉

到社交媒体上有太多朋友和联系人以及太多的社交请求需要响应和处理,并且需要消耗太多时间和

精力去维系这种社交关系而出现的一种主观感知[23] 。 Maier 等学者的研究指出,在使用社交媒体的

过程中用户会被持续不断地提示去响应来自系统或他人提出的交互请求,这对用户而言会是一种负

担。 除非社会交往活动大幅减少或是停止使用社交媒体,否则这种负担将持续存在[25] 。
(二)应变反应———社交媒体倦怠

社交媒体倦怠被定义为一种主观的、多层面的心理状态,包括疲倦、烦恼、愤怒、失望、谨慎、失去

兴趣或与社交媒体使用和互动的各个方面相关的需求 / 动机减少等感受[26] 。 Marcora,Staiano 和 Man-
ning 的研究发现,个体长时间进行认知活动会导致心理疲劳的出现[27] 。 随着社交媒体对社会生活的

高度渗透,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长和频率大大增加,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会持续消耗

人的认知精力,这也导致社交媒体倦怠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28] 。 Ravindran 等的研究指出,不同的个

人在相同情况下体验到的疲劳强度存在差异,可能会是轻微的疲劳感,或是重度疲劳状态[26] 。 因

此,每个人出现社交媒体倦怠的情况可能存在差别。 例如,一些社交媒体用户,可能难以管理与其他

社交媒体用户的某个级别的交流负载并容易感到疲劳,而另一些用户可能擅长有效地应对相同级别

的交流负载不容易感到疲劳。 同时,越来越多研究者也开始关注社交媒体倦怠可能产生的后果[26] 。
学者 Pang 的研究指出,当人们身处于传染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会长时间地处于一种情绪高度紧

张的状态,在此状态下如果再长时间频繁使用社交媒体,十分容易产生社交媒体倦怠感,这将导致系

列负面后果[12] 。
(三)结果———健康自我效能感

Bandura 在 1977 年提出自我效能感的概念,将之定义为个人对自身能实现特定领域行为目标所

需能力的信心或信念[18] 。 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能力的一种主观感受,而不是能力本身。 自我

效能感是个人自我系统中起核心的动力因素,是个人对自身能动能力的信念,它控制着人们自身的

思想和行动,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决策[29] 。 Bandura 认为自我效能感高的人,面对突发紧急事件

时能够理智处理,关键时刻能够发挥自身智慧和技能,能够控制自暴自弃的想法[18] 。
健康自我效能感的概念源自 Bandura 提出的自我效能感概念。 根据 Lee 等学者点研究,健康自

我效能感指个人对自身管理健康能力的信心或信念[30] 。 Clark 和 Dodge 是较早开展有关健康自我效

能感研究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指出健康自我效能感会影响个人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威胁时的健

康管理行为[31] 。 过往研究显示,健康自我效能感高的人,更容易接受健康建议并会积极采取行动以

保持自身的健康状态[32-33] 。 公共卫生专家强调,在应对突发传染病公共卫生事件时,公共卫生部门

要制定策略帮助人们提高健康自我效能感,这将有利于人们更好地应对突发事件带来的威胁[15,34] 。
(四)研究假设与模型框架

1. 社交媒体超载与社交媒体倦怠

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当用户所接触的信息和处理的交互请求超过他们能有效管理和使用

的能力范围时就会出现社交媒体超载[23] 。 社交媒体的使用会成为个体在私人时间、认知资源和社

交资源方面的负担,从而导致个人出现社交媒体倦怠。 过往研究也证明社交媒体超载会使用户产生

压力感,进而引发其出现负面的心理状态[23] ,社交媒体倦怠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负面后果[35] 。 在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时,受防控政策中隔离要求的影响,人们需要长期处在相对封闭、孤立的环境

中,情绪和行为更容易受到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36] 。 Xiao 和 Mou 基于对过往研究文献的总结梳理

指出,社交媒体超载通常可以被划分为社交超载和信息超载两个主要方面,且这两方面都能显著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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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用户产生社交媒体倦怠感[37] 。
人们受限制出行、居家隔离等防控政策的影响,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长和频率都大大增加,人们会

持续不断地搜索、接收、辨别、阅读和处理社交媒体上源源不断的信息,导致个人的大量时间和精力

被消耗,进而产生信息超载感[2] 。 信息超载会导致社交媒体倦怠[37] 。 这是因为用户在长时间处理

社交媒体上的大量信息后会超出人脑的认知极限的情况,使得用户感到不知所措进而引发疲劳

感[35] 。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H1) :信息超载对社交媒体倦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社交媒体使人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持续保持与他人的联系。 然而,这种基于社交媒体的持续频

繁的交流接触,甚至参与各种在线社交活动,可能会导致用户面临过多的社交支持请求,以至于他们

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来处理[24] 。 太多的社交媒体互动提示迫使用户不得不尽快回应他们的好

友[26] ,这会使用户面临社交超载,进而导致社交媒体倦怠的出现[23] 。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 H2) :社交超载对社交媒体倦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 社交媒体倦怠与健康自我效能感

社交媒体倦怠是一种心理疲劳体验。 过往研究显示,心理的疲劳不仅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产生负

面影响,而且会干扰个体的认知活动,随着疲劳水平的升高,个体的执行和控制功能也会受到干扰,
灵活性和计划性均降低,在任务中出现更多错误[38] 。 Bandura 强调心理状态是影响自我效能的重要

因素[18,29] ,积极的心理状态可以增强自我效能感,而消极的心理状态可能会削弱自我效能感[29] 。 例

如,人们在压力大的情况下通常会表现出如疲倦、焦虑、恐惧等系列负面情绪状态,这些消极的心理

状态将会消磨人的意志、动摇人的信心。 因此,本研究认为社交媒体倦怠会对用户的自身健康管理

能力的信心或信念产生负面影响,即社交媒体倦怠会削弱健康自我效能感。 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 H3) :社交媒体倦怠对健康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3. 社交媒体倦怠的中介作用

以 SSO 理论框架为基础的研究,强调探索个体的应变因素在压力源和结果之间的中介作

用[19,21] 。 过往关于社交媒体超载的研究也显示,社交媒体超载能够通过影响个体的心理状态,进而

影响其行为[17,20] 。 Fu 等学者的研究指出社交媒体倦怠是信息超载、社交超载引发个人产生消极心

理后果的中介因素[20] 。 基于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本研究将进一步探讨社交媒体倦怠是否在社交

媒体超载对健康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基于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H1,H2,H3) ,笔者认为存在下述两个过程:其一,在社交媒体上来自

各种不同信源的海量信息持续涌向用户,用户处理这些信息需要耗费认知精力,当信息处理过度消

耗用户认知精力时会对用户造成负面影响引发消极情绪,产生社交媒体倦怠。 随着用户社交媒体倦

怠体验的增长,将会进一步造成其健康自我效能感被削弱。 其二,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还会面临源源

不断的好友交互请求,用户也难以忽视这种请求而不得不对进行回应,这会需要耗费认知精力。 当

用户面临过多的社交支持请求,会导致认知精力被过度消耗,产生社交媒体倦怠。 随着用户社交媒

体倦怠体验的增长,将会进一步造成其健康自我效能感被削弱。 基于上述讨论,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 H4) :社交媒体倦怠在信息超载与健康自我效能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假设 5( H5) :社交媒体倦怠在社交超载与健康自我效能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基于 SSO 理论框架及上述讨论,最终可以得到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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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三、研究方法

(一)问卷设计

本研究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个人基本信息题项(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 。 第二

部分为测量变量题项(包括:信息超载、社交超载、社交媒体倦怠、健康自我效能感) ,采用李克特 5 级

量表进行测量(范围从 1 =非常不同意,到 5 =非常同意) 。 本研究中所用于测量变量的问卷题项均来

自已有研究,并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疫情)的情境进行修改,以确保测量项目的准

确性和有效性。 信息超载的测量项目共 4 题,使用了 Chen[39] 、Cao 和 Sun[40] 等学者的研究中的量表,
具体题目如:“我感觉到每天被来自多个信源的大量的关于新冠疫情的资讯所淹没” “当我搜索新冠

疫情相关信息时,我总能获得太多而不是太少的相关信息”等。 社交超载的测量项目共 4 题,使用了

Maier 等[25] 学者的研究中的量表,具体题目如:“我过于关注朋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 “我在社

交媒体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处理与朋友相关的事情” 等。 社交媒体倦怠的测量项目共 5 题,使用 Lee
和 Kim 等[35] 学者的研究中的量表,具体题目如:“我发现在持续使用社交媒体之后,很难放松” “我在

持续使用社交媒体之后,感到很疲惫”等。 健康自我效能感的测量项目共 4 题,使用了学者 Sheer[41]

的研究中的量表,具体题目如:“混合知识:我对自己的新冠预防知识没有信心” “任务难度:我对轻

松应对新冠威胁没有信心” 。 测量变量具体项目见附录。 问卷设置有“我在突发新冠疫情期间主要

通过社交媒体获取疫情相关资讯”的选项,以筛除在事件期间不以社交媒体为自己与外界沟通的主

要渠道的人。
由于原始测量项目均为英文,笔者邀请一位英文专家将原始版本转换为中文,以及一位健康传

播专家来检查问卷翻译的准确性,并对测量项目进行了修正,以确保问卷对受访者通俗易懂。 为提

升正式调研的有效性,本研究开展了小范围的预调研,共发放 20 份预调研问卷(受访对象包括:教
师、大学生、企业职员、政府职员) 。 根据预调研数据分析结果,4 个变量的 Cronbach’ s

 

α 值均高于

0. 7 的门槛值,信息超载中有 1 个测量项的因子载荷低于 0. 7,将其删除,余下的项目构成本研究的

正式问卷。 预调研所获得的数据并未被用于最终数据分析中。
(二)数据收集

在正式问卷中,我们采用在线问卷调查的方式,基于问卷星平台( www. wjx. cn)对我国大陆地区

网民进行便利抽样调查。 参与者在填答问卷前都被告知研究的目标,且均知道本次调查均为匿名调

查。 数据收集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2 日到 2020 年 3 月 30 日,共回收 933 份问卷,我们删除部分答案

缺失、答案明显矛盾的无效问卷,最终有效样本为 904 份,样本合格率为 96. 9%。 本次调研样本数量

达到样本数量为量表测量项数量 10 倍的要求。 有效样本的人口特征统计数据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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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基本信息

项目 内容 频次 百分比( %)

性别
男性 413 45. 7

女性 491 54. 3

年龄

18 岁以下 10 1. 1

18 ~ 29 岁 622 68. 8

30 ~ 39 岁 215 23. 8

40 ~ 49 岁 47 5. 2

59 岁及以上 10 1. 1

学历

高中及以下 81 9

大学(本科及大专) 488 54

研究生 335 37

职业

学生 303 33. 5

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员工 173 19. 1

企业员工 302 33. 4

个体户 / 自由职业者 34 3. 8

无业 16 1. 8

其他职业 76 8. 4

　 　

四、数据分析及结果

本研究选择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PLS-
SEM)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及模型验证,基于如下原因:首先,与基于协方差的结构方程模型( Covari-
ance

 

Bas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CB-SEM)相比,PLS-SEM 方法更适用于探索性研究;其次,PLS-
SEM 方法适用于小样本的研究。[42] 研究使用 SmartPLS

 

3. 2. 9 软件对数据进行信度、效度、变量间路

径及其显著性水平进行测量。
(一)测量模型检验

测量模型检验主要是进行信度、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各项指标的检验[42] 。 本研究使用 Cron-
bach’ s

 

α 和组合信度( CR)值进行信度测量检验。 根据表 2 显示,所有变量 Cronbach’ s
 

α 值在 0. 75
至 0. 89 之间,高于 0. 6 的门槛值,而 CR 值都在均在 0. 85 至 0. 94 之间,高于 0. 7 的门槛值,表明测

量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内部一致性良好。
收敛效度是指测量量表与相应变量的关联程度,通过检查变量的 AVE 值进行评估[43] 。 如表 2

所示,各变量的 AVE 值在 0. 66 至 0. 75 之间,均高于 0. 5 的门槛值,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

度。
区别效度指一个变量根据实证标准真正区别于其他变量的程度。 常用于评估区别效度的方法

是根据 Fornell-Larcker 标准,比较每个变量的 AVE 的平方根值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44] 。 如表 3 所

示,处于对角线上(加粗字体)的数值是每个变量的 AVE 的平方根值,它们均大于与其他所有变量的

相关系数,这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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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测量模型检验

变量 测量项 Loading AVE CR Cronbach’ s
 

α rho_A

HS

HS1 0. 886

HS2 0. 905

HS3 0. 863

HS4 0. 793

0. 744 0. 921 0. 885 0. 889

SMF

SMF1 0. 841

SMF2 0. 853

SMF3 0. 869

SMF4 0. 869

SMF5 0. 852

0. 734 0. 933 0. 910 0. 933

IO

IO1 0. 742

IO2 0. 771

IO3 0. 825

0. 666 0. 857 0. 752 0. 773

SO

SO1 0. 787

SO2 0. 893

SO3 0. 881

SO4 0. 868

0. 750 0. 923 0. 888 0. 889

　 　

表 3　 区别效度检验

变量 HS IO SMF SO

HS 0. 863

IO -0. 373 0. 816

SMF -0. 484 0. 436 0. 857

SO -0. 373 0. 570 0. 46 0. 866

　 　

(二)结构模型检验

采用 SmartPLS
 

3. 2. 9 运行 Bootstrapping 方法(抽样次数 = 5000 次)进行变量间路径系数显著性

检验。 图 2 显示了结构模型检验结果。 信息超载( β = 0. 257,p< 0. 001) 、社交超载( β = 0. 319,p <
0. 001)与社交媒体倦怠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研究假设 H1 和 H2 成立。 社交媒体倦怠与健康自我效

能感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β = - 0. 480,p< 0. 001) ,研究假设 H3 成立。 控制变量:性别( β = - 0. 070,
ns) 、年龄( β = -0. 027,ns) 、学历( β =

 

-0. 026,ns) 、职业( = -0. 062,ns)对健康自我效能感无显著影

响。 信息超载、社交超载对社交媒体倦怠的解释力为 26. 0%,社交媒体倦怠对健康自我效能感的解

释力为 24. 4%。
本研究参照 Zhao 等学者[45] 提出的评价方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表 4 显示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社交媒体倦怠中介了信息超载、社交超载对健康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研究假设 H4、H5 成立,VAF 值

分别为 42%和 45. 8%,表明社交媒体倦怠在两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关系中均发挥了部分中介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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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

注:�:p<0. 1,��:p<0. 01,���:p<0. 001,ns:不显著:p>0. 1

表 4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假设 自变量 中介变量 因变量 直接效果( T) 间接效果( T) 整体效果 VAF 结果

H4 IO

H5 SO
SMF HS

-0. 127(3. 162) -0. 092(5. 67) -0. 219 42. 0% 成立

-0. 136(3. 209) -0. 115(6. 07) -0. 251 45. 8% 成立

　 　 注:无中介:VAF<20%;部分中介:20%<VAF<80%;完全中介:80%<VAF

五、研究结果

(一)研究发现

本研究以 SSO 理论框架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用以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交媒体

超载对健康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机制,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该模型具有良好的解释力。 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首先,假设 H1 成立,表明信息超载正向影响社交媒体倦怠。 正如前文研究假设部分内容所述,

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施行的隔离、限制出行政策影响,人们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大大增加,长
时间接触和处理海量的各类资讯会持续消耗用户的认知资源,会引发人们出现信息超载感,进而产

生社交媒体倦怠。 这一结论与 Pang[12] 的研究相符。 假设 H2 成立,表明社交超载正向影响社交媒体

倦怠。 人们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大大增加,必将带来基于社交媒体的各类交互活动的持续激增,长
时间参与在线交互活动将持续消耗用户的认知资源,给用户造成持续性负担,这种负担的增加会引

发人们产生社交超载感,进而导致社交媒体倦怠的产生。 这一结论与 Xiao 等[46] 学者的研究相符。
假设 H1、H2 均成立表明,社交媒体超载(信息超载、社交超载)会导致用户产生社交媒体倦怠这一负

面后果。 数据分析结果还显示,社交超载对社交媒体倦怠的影响明显大于信息超载对社交媒体倦怠

的影响。 这一差异的存在我们认为主要由两方面原因所致:一是,提供在线社交服务是社交媒体的

核心功能,人们在社交媒体中的社交类活动自然多于资讯浏览类活动;二是社交活动需要消耗的时

间及认知精力远比资讯浏览活动高,因此更容易导致社交媒体倦怠的出现。 上述结果与 Zhang 等[23]

学者的研究相符。
第二,假设 H3 成立,表明社交媒体倦怠负向影响用户的健康自我效能感。 这一结果表明当用户

出现社交媒体倦怠这种消极心理状态,会导致其健康自我效能感被削弱,且随着社交媒体倦怠的升

高,健康自我效能感会显著下降,这一结果与 Bandura 提出的消极情绪会削弱自我效能感的结论相

符[29] 。 值得注意的是,Lee[30] ,Runtten[47] 等学者强调的,健康自我效能感是影响个人健康管理和自

我保护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社交媒体超载能够使用户出现自我健康自我效能感降低的结果,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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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直接影响人们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威胁时的判断和决策能力,这一后果也将对总体

的危机防控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第三,假设 H4 成立,表明社交媒体倦怠在信息超载与健康自我效能感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假设 H5 成立,表明社交媒体倦怠在社交超载与健康自我效能感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总体而言,
这两项假设成立表明社交媒体超载(信息超载、社交超载)会导致用户产生社交媒体倦怠,而社交媒

体倦怠的出现会导致用户的健康自我效能感被削弱。 换句话说,如果用户出现社交媒体超载感,在
不进一步引发社交媒体倦怠产生的情况下,并不一定会导致其出现健康自我效能感被削弱的结果。
当前学者们的研究虽然已经发现社交媒体倦怠在社交媒体超载引发人们出现消极心理状态(焦虑、
情绪压力[12] )或负面行为(不持续使用行为[24] 、错误信息或谣言的分享行为[14] )等后果中起到了中

介作用,但鲜有学者涉及社交媒体倦怠对社交媒体超载与健康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方面的研究,
本结论加深了人们对社交媒体倦怠可能导致的潜在负面后果的认识。 这一结果也进一步验证了

Bandura 的研究结论,心理状态是影响自我效能的重要因素,消极的心理状态将会消磨人的意志、动
摇人的信心,会削弱自我效能感[29] 。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结果显示,社交媒体倦怠在信息超载、社交

超载与健康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关系中,均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结果也说明还存在其他中介因

素有待进一步研究发掘。
(二)研究局限

(1)研究数据都以受访者自我报告问卷的形式获取,这可能会存在主观偏见。 然而,由于其具有

便利性和低成本的优势,这种方式被学界广泛采用。 (2)本研究基于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展开,且仅

面向中国大陆地区居民以在线问卷形式收集数据,这种方法受特定情境和样本分布的影响,可能会

限制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 (3)这是一项探索性研究,因此仅考虑了社交媒体倦怠这一个变量作为

导致用户健康自我效能感降低的心理因素,也许还存在其他心理因素能够发挥相似的中介作用。
(4)本研究属于截面研究,无法观察到受访者心理状态的时间变化和轨迹。

(三)研究展望

(1)今后研究可以拓展到不同类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中,以及采用更具代表性的样本或

其他形式的数据,提高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 (2)本研究仅考虑了社交媒体倦怠这一个负面心理作

为中介因素,社交媒体超载也可能引发其他消极心理状态的产生(如:焦虑、神经质、抑郁、恐惧等) ,
这些消极心理状态也可能产生削弱个体的健康自我效能感的结果,今后的研究可以将上述这些因素

逐步整合进现有模型中展开进一步研究。 (3)今后研究可以尝试收集纵向数据,以进一步检验研究

框架中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六、结语

(一)结论

本研究以 SSO 理论框架为理论基础,通过引入社交媒体超载(信息超载、社交超载)作为自变量,
社交媒体倦怠为中介变量,健康自我效能感为因变量,构建了一个基于心理视角来理解过度使用社

交媒体引发社交媒体超载对健康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期间

采集的实证数据,揭示了社交媒体超载对健康自我效能感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社
交媒体超载对健康自我效能具有削弱效果,具体影响机制表现为:社交媒体超载(信息超载、社交超

载)能引发用户产生社交媒体倦怠,社交媒体倦怠的增加能够导致健康自我效能感的显著降低。 社

交媒体倦怠在社交媒体超载与健康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当前学者们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交媒体使用及其影响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积极效用

方面。 正如 Baccarell 等学者强调的,研究社交媒体可能引发的负面后果是非常必要的,这一方面的

研究使得我们能够全面地了解社交媒体可能带来的影响。 研究结果能为政府部门在突发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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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中危机沟通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提醒相关部门使用社交媒体进行风险沟通要注意“凡事有度,
过犹不及” 。

(二)研究价值

1. 理论价值

本研究的理论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1)发现了社交媒体超载对健康自我效能感存在削弱效应,
并揭示了社交媒体超载对健康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机制,拓展了当前关于社交媒体“阴暗面”的研究。
(2)揭示了社交媒体倦怠在社交媒体超载与健康自我效能感间发挥了中介作用,拓展了当前社交媒

体倦怠方面的研究。 (3)研究基于 SSO 理论框架构建了具有良好解释力的新模型,拓展了 SSO 理论

框架的适用场景,丰富了社交媒体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
2. 管理启示

本研究针对预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及可能导致的负面后果提出以下建

议:(1)社交媒体运营商或管理员应制定好应急处置预案,今后如若再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能
够及时施行多种干预措施,避免或减少用户在这类极端情境下出现因过度使用社交媒体而出现社交

媒体超载、社交媒体倦怠并导致不良后果的情况。 例如,可以考虑适时向推送疲劳提示消息或对长

时间沉迷于社交媒体的用户采取强制休息措施。 (2)社交媒体运营商可以尝试使用手机内置传感器

等技术手段研发用户心理状态评估程序,帮助用户对使用社交媒体后自身的心理、情绪状态进行及

时评估,并提供相应的健康使用社交媒体建议。 (3)青少年自我控制能力较差,家长和监护人应注意

青少年是否存在过度使用社交媒体的现象,及时进行提醒甚至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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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信息超载

IO1—当我搜索新冠疫情相关信息时,我总能获得太多而不是太少的相关信息。
IO2—我感觉到每天被来自多个信源的大量的关于新冠疫情的资讯所淹没。
IO3—我接触到的新冠相关信息太多了,以至于我很难分辨重要的和不重要的。
IO4—我经常因为过多的社交媒体信息而分心。
2. 社交超载

SO1—我过于关注朋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
SO2—我过于在意朋友在社交媒体上的幸福感。
SO3—我在社交媒体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处理与朋友相关的事情。
SO4—我在社交媒体上过于频繁地关心朋友。
3. 社交媒体倦怠

SMF1—我在业余时间使用社交媒体之后,很难集中注意力。
SMF2—我发现在持续使用社交媒体之后,很难放松。
SMF3—我在持续使用社交媒体之后,感到很疲惫。
SMF4—使用社交媒体使我感到精疲力竭。
SMF5—在使用社交媒体期间,我经常感到过于疲劳,无法很好地完成其他任务。
4. 健康自我效能感

HS1—行为能力信念:我对保护自己免受新冠感染的能力有信心。
HS2—混合知识:我对自己的新冠预防知识有信心。
HS3—任务难度:我对轻松应对新冠威胁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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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4—行为意图:我对有效保护自己免受新冠感染有信心。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Social
 

Media
 

Overload
 

on
 

Health
 

Self-efficacy

Li
 

Kai,Xie
 

Yue,He
 

Huimei( Guangxi
 

University)

Abstract:Inappropriate
 

use
 

of
 

social
 

media
 

may
 

impair
 

people’ s
 

crisis
 

response
 

capabilities
 

during
 

in-
fectious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social
 

media
 

overload( informa-
tion

 

overload, social
 

overload) on
 

users’ health
 

self-efficary. Based
 

on
 

the
 

Stressor-Strain-Outcome ( SSO)
model,this

 

study
 

proposes
 

a
 

research
 

model
 

to
 

explain
 

how
 

social
 

media
 

overload( Stressor) influences
 

social
 

media
 

fatigue( Strai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variables
 

and
 

health
 

self-efficacy( Outcome) . The
 

proposed
 

model
 

was
 

tested
 

by
 

Partial
 

Least
 

Squar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 ,for
 

which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904
 

participants
 

using
 

an
 

online
 

survey. The
 

results
 

illustrated
 

that
 

social
 

media
 

overload
 

heightened
 

social
 

media
 

fatigue,which
 

thus
 

weakened
 

health
 

self-efficacy. Social
 

media
 

fatigue
 

partially
 

me-
diates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overload
 

on
 

health
 

self-efficacy. These
 

findings
 

can
 

be
 

references
 

for
 

the
 

de-
velopment

 

of
 

crisi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during
 

infectious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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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load; social
 

media
 

fatigue; health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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